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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海应对思路调整1

摘要：薛力表示，当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整体比较克制，表现为：第一，并没有

用全部手段与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单边利益，2016 年前的策略是“以强力反击为

主”，而在“仲裁案”裁决出来后则致力于“翻页”；第二，在“管控冲突”的

同时，致力于扩大功能合作。

但中国在南海应对上也存在若干不足，最主要的一点是，尚未从根本上超越

单赢思维，表现为在“维权”与“维稳”二者中切换，并希望通过功能领域的合

作来推进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问题是，过去若干年中国虽有自我克制并致力于

扩大功能合作的一面，但南海政策推行的整体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的南海主张（特

别是历史性权利主张）缺乏外界的实质性支持，在南海争端中形成实际上的“一

对多”局面。这成为过去几年中国国家形象在东南亚地区改进乏力的主要原因之

一，且已经明显影响到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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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中国外交应该服务

于“一带一路”建设，南海应对应该“跳出南海看南海”，从提升中国全球利益

与影响力的角度进行应对。为此，中国应调整南海应对的整体思路，从追求单赢

转向追求共赢，并推出解决南海争端的整体方案与路线图。也就是说，中国在南

海的应对思路应该是：在坚持中国关键利益诉求的同时，兼顾其他声索国的合理

诉求，以便主导南海争端解决的整体进程。这将把南海声索国乃至东盟拉在自己

一边、化解自身的孤立并有效限制与防范域外国家对南海的介入程度。考虑到南

海争端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考察中国周边外交的试金石，中国的新型南海应对将

在化解南海外来压力、推进争端解决进程的同时，大大促进“一带一路”在东南

亚的建设进程。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有必要明确自身在南海的利益诉求、推行比较清晰的南

海政策、适当加快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包括 COC）。

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主要是想讨论南海相关问题。所以我就直接进入南海问题

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海洋权益话题。我的发言内容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

要阐述“一带一路”以及习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二部分是关于南海和一带一

路之间的关系，紧接着第三部分是关于现阶段对待南海问题的相关政策。第四部

分会探讨中国这些政策的影响和结果，然后在最后的第五部分，我将会提出基于

新思维（new thinking）的一些政策调整见解。

第一部分，习作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时期，他对于自己在政治层面的展望有

哪些？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在内政层面实现中国梦，同时在对外层面实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他提出了多方面的战略构想，这些战略

构想中最重要的是三大发展战略。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其中后两个对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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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对外。时间有限我不展开，直接提出一个总结，即：“一带一路”是习时期

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中国外交应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部分，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周边外交（neighboring diplomacy）

在中国外交中将居于优先地位，一些指标显示自 2016 年以来周边外交政策的重

要性已经超过了大国外交。而针对东盟的外交又是周边外交中的重点。因为，六

条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陆丝”）中的两条中南半岛地区，两条海上丝绸

之路（以下简称“海丝”）都经过南海，而东盟本身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过程

中居于枢纽地位。也就是说，从整体提升空间而言，中国-东盟合作大于其他周

边次区域，在经济与文化合作方面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认定经济与文化合作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心，则可以认为，东盟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

更事关海丝建设的成败。

关于南海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进行“一带一路”五年评估全球访谈。

已经做了将近二十个案例，涉及八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东盟国家。从这些访谈

中发现，南海问题在东盟国家眼中被视作中国外交的一个试金石。困难在于，中

国的南海研究界对如何应对南海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包括：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到底是什么？其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如何维护与获得这些利益？等等。

第三部分，中国对待南海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整体克制，表现为：

第一，并没有用全部手段与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单边利益，2016 年前的策略是“以

强力反击为主”，而在“仲裁案”裁决出来后则致力于“翻页”。第二，在“管

控冲突”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功能合作。中国认为，南海问题太复杂，只能通过

功能领域的合作积累共识与互信，最后解决争议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划界这个核

心难题。

说克制是因为，以中国的能力，它能够在南海做的比目前已经做的多得多，

但中国并没有这么做，包括对越南与菲律宾的反击虽然强有力，但有限度。中国

并不希望使冲突升级，而希望管控分歧与冲突，以便扩大与其他声索国合作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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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

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经济与政治分属于两个领域，经济领域的功能合作

并不能自动外溢到政治领域，政治领域的合作需要专门进行推动。就南海争端而

言，中国与东盟声索国的经济合作强化并不能解决南海岛礁归属与海洋划界争

端。

在我看来，过去中国南海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摇摆于“维权”（维护自己

在南海的权益）与“维稳”（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之间。但这两者，整体上都

是侧重中国一家的利益，而没有兼顾其他声索国的关切。

第四部分，中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和结果。摇摆于“维权”与“维稳”之间的

结果是，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缺乏实质性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历史性权利方面（以

九段线为代表），东盟声索国中也有矛盾，但在放弃历史性权利方面，已经达成

共识，并因而获得第三方的支持。越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中国则相对

孤立。我访谈过几十个南海非声索国的知名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者，这些人是这

些国家南海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与发声者，对本国的南海政策有相当的影响。很少

有学者理解与支持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而中国南海研究界迄今为止在国际法

框架内推进历史性权利的清晰化方面，进展有限。

无疑，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中国在南亚和东盟的经济影响力有了明显

的提升，中国是其中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主要投资来源国。与此矛盾的

是，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却没有明显改善，有的甚至变差了。出现这

种现象并不奇怪，一个大国崛起时周边国家感到害怕和受威胁是经常现象。但也

有必要注意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与行为也影响到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形象。如

果中国外交上更为成熟、能在细致谋划的基础上推出成套的外交措施，将助力中

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中国是个善于学习的大国，许多方面也学得比较快。这毋庸

讳言。但作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后来者，中国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海争端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短板，并影响到东盟一些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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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支持。一些东盟国家学者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东盟不大可

能整体发声支持“一带一路”，因为各个成员国的获益不同、立场不同，加上一

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不信任，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是很讲道理，甚

至认为中国在“欺负”（bullying）东盟声索国。他们很难关注到中国克制的一

面。

另外，中国现行的南海政策与中国的全球海洋权益并不一致。中国正在成为

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为此，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即，

中国的南海政策应该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海洋利益的拓展，有利于其他海洋争端的

解决，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改善，等等。一句话，应该有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扩展，

而不是南海一个地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五部分，新思维之上的中国政策转型思考。作为世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大

国，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外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能仅

仅考虑自身利益的获得与提升，而是要兼顾其他国家利益的获得与提升，并维持

做出必要的妥协。与中小国家相比，大国的国家利益范围更为广泛，补偿方式更

多。当然，这也更为考验大国的综合谋划与实施能力。

就南海争端而言，中国目前的南海应对思路已经弊大于利，而且时间未必在

中国一边。应进行整体调整，从追求单赢转向追求共赢，并推出解决南海争端的

整体方案与路线图。也就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应对思路应该是：在坚持中国关键

利益诉求的同时，兼顾其他声索国的合理诉求，以便主导南海争端解决的整体进

程。作为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也只有中国有能力扮演争端解决机制的领导者。

如果中国拒绝承担这个角色，其他中小国家的选择必然是：抱团取暖并争取外来

支持，包括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而如果中国承担了这种角色，将把南海声索国

乃至东盟拉在自己一边、化解自身的孤立并有效限制与防范域外国家对南海的介

入程度。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就操作层面恶言，中国可以做的很多，比如加快南海岛礁的民用设施建设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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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地区公共产品的角色。比如推进环南海沿岸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特别是，

进一步加快推动 COC 进程，使之成为各个声索国都能接受的强有力机制。

两年前我曾经撰文分析，南海争端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权利主张，不可能通

过第三方机构来一揽子解决。国际上的海陆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绝大部分是通

过直接谈判解决的，很小比例是通过第三方斡旋、国际组织审判或裁决等来解决。

政治意愿是谈判推进与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前提，而 2016-2021 年是一个有利时

间窗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领导人都是“知华派”，有意愿推动缓和南海

争端并推进争端解决进程。中国不应但求“翻页”了事，而有必要利用这个时间

窗口，以免这个时间窗口闭合，南海陷入新一轮争端发作期。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东盟声索国相对消停，但以美国为代表的

域外国家对南海的介入深度与广度却在明显提升，南海问题在进一步“全球化”。

这些域外国家并不声索南海岛礁主权，但却在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海洋主张。

美国更是在海洋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名目下推行升级版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

（FONOPs），即，一边片面指责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军事化，一边扎扎实实地实现

了对南海海域的军事化，使得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大幅度升级。这显然不利于南海

声索国通过谈判推进争端解决进程。

不过，前述时间窗口尚未消失。COC 谈判获得明显进展，中菲海上合作在稳

步推进，越南领导层并没有更替。即使是领导人发生更替的马来西亚，也无意反

转前任的南海政策。马哈蒂尔作为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更有政治经验与技巧推

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重要的是中国的南海应对思路调整与实施。与两年前相比，

中国领导层也有了更大的权威来实施这个调整。如果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应指菲、

越、马）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取得长足进展，可望从根本上缓和乃至化解南

海争端，进而弱化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的动力，减少乃至消除他们干预南海事

务的抓手。

中国与东盟声索国能抓住 2019-2021 年的时间窗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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